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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Seek 等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突破性进展与广泛应用，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

深度与广度融入社会发展进程。这一浪潮的核心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带来了技术层面的革新，

更深刻撼动着知识生产的底层范式结构——知识生产范式变革的哲学层次深入已悄然发生。具体

而言，数字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知识生产方式深度演进至“人机软融合”的新形态。

人机软融合是相对于人机硬融合而言的。人机硬融合是物能意义上的融合，人机软融合是信

息（更确切地说是信息的数字编码）意义上的融合。人机软融合知识生产范式特指人工智能通过

人机软融合范式视界中的
知识生产图景

王天恩 1　曹青春 2

【内容摘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知识生产范式发生重大变革，催生了人机软融合知识生产

范式。人机软融合知识生产范式特指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纳入人类智能形塑的数据资源

进而生成数字智能，人类与数字智能融合进行知识生产的范式。作为人机软融合知识生

产范式的重要基础，数字智能在更深层次涉及信息。深入信息层次理解人机软融合知识

生产范式，不仅能让我们对知识生产发展史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整体观照，还可以在此基

础上对知识生产的未来发展趋势作出更具穿透力的审度。作为目前最高层次的知识生产

范式，人机软融合范式为系统理解知识生产范式变革提供了关键思路，引向知识生产发

展的三大趋势：作为认知方式整体构变的学科一体化、作为知行方式算法重铸的认识和

实践一体化，以及作为运作方式全面升级的发展机制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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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纳入人类智能形塑的数据资源，进而生成数字智能，人类与数字智能融合进行知识生产的

范式。①在更高范式层次审度知识生产发展的趋势，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发展，都具有特殊意义。

传统知识生产的发展，业已从学术专家扩展到民间社会，智能时代人机软融合知识生产范

式变革更是或直接或间接涉及所有人，在更高层次机制上将国家和个人发展关联在一起。具体

涉及智能社会发展条件下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 ：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到人的生存意义，从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到国民创新能力培养，从通用人工智能核心机制突破到个人工作机会等。在

深入理解数字智能时代知识生产范式变革的基础上，把握其发展趋势已成当务之急。从人机软

融合知识生产范式入手进行更高层次的整体观照，可以看到当代知识生产发展已然呈现出具有

整体关联的三大趋势。

作为认知方式整体构变的学科一体化

学科发展经历了从作为哲学的总的知识体系到学科分化，再从学科的深度分化到通过学科交

叉实现高度综合的过程。而随着信息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当代学科发展进程已呈现出越

来越难以用学科综合来解释的特征。

（一）传统知识生产范式变革为学科一体化发展奠定基础

自 从 美 国 理 论 经 济 学 家 马 克 卢 普（Fritz Machlup）1962 年 将“ 知 识 生 产 ”（production of 

knowledge）作为“经济活动”或“工业”②的主题讨论，历经 30 多年的酝酿，英国学者吉本斯（Michael 

Gibbons）等 1994 年提出了知识生产“模式 1”（mode 1）和“模式 2”（mode 2）的理念。“在模式 1

中，知识通过在大学中大体上制度化的专业化的职业化积累”③进行知识生产，因此无论在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领域内，知识生产“模式 1”都标志着学科性（disciplinarity）。关于这一点，

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理解得极为透彻 ：“学科的确立同时引起了研究者的超级

专业化（hyperspécialisation）的危险和被研究对象的‘实物化’的危险，人们有可能忘记那是个被

抽象出来的或被建构的对象。学科的对象这时有可能被看作好像是自足的事物。这个对象与被其

他学科处理的对象之间的联系与依存性，将如同它与其参与构成的宇宙之间的联系与依存性一样

被忽略。学科的边界、它的语言和它特有的概念将使该学科孤立于其他学科和跨学科的问题。超

级的学科性的精神将变成地主的精神，禁止任何外人对他的小块知识领地的侵入。人们知道‘学科’

（discipline）这个词在起源时是指用以抽打自己的小鞭子，因此具有自我批评的含义。而在其倒退

的含义中，学科变成了抽打敢于擅入被专家视为他的产业的思想领域内的人的工具。”④埃德加·莫

兰不仅论及学科的形式区分，而且深入探讨这种区分在内容上的后果，由此凸显了“模式 2”的意义。

“模式 2”兴起于因应用导向而生发的非学科性背景。从“模式 1”到“模式 2”的发展，知

识生产范式从多学科发展到跨学科，意味着学科在分化的基础上开始综合。“模式 2”在本性上具

有跨学科性，其发展对于知识生产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但具有知识生产范式重大变革的过渡性质。

一方面，知识生产从“模式 1”到“模式 2”的发展根源于没有一个学科能够提供一个整体图景 ；

另一方面，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模式 2”也没有完全解决提供整体图景的问题。2003 年，华

盛顿大学教授卡拉扬尼斯（Elias G. Carayannis）和坎贝尔（David F. J. Campbell）提出知识创新的

思想，形成了知识生产的“模式 3”理论。

在知识生产模式的发展中，“模式 3”具有特殊地位。“‘模式 3’用于知识的创造、传播和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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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3’是一种多边、多节点、多模态和多层次的系统方法，旨在对真实和虚拟知识存量及知识

流进行概念化、设计和管理，这些模式能够催化、加速并支持共同专业知识资产的创造、传播、共享、

吸收和使用。”⑤知识生产“模式 3”的提出和发展，使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提出的“超学科

的”（trans-scientific）概念获得发展的时代条件。⑥超学科知识是“超越于所有学科之外的”知识，

“超学科知识生产场域没有了界限”。⑦知识生产从“模式 1”到“模式 2”再到“模式 3”的发展，

意味着从单一学科到多学科再到超学科的演进。随着信息科技特别是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基于

人机软融合范式可以看到，这一进展为知识生产的进一步变革——学科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知识生产“模式 3”中，超学科意味着学科的超越，只是这种状态随着学科发展的深化有

不同内涵。事实上，超学科知识生产在传统学科发展条件下也可能出现，因为当认识和实践问题

只是涉及多个学科，这些问题本身还没有明显的学科一体化性质时，它们原则上都可以通过学科

交叉和综合解决。而信息科技，特别是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则带来了全新的知识生产发展形势，

不仅在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分工，而且提出了越来越多的学科一体化的问题。随着生产社会化的数

字智能展开，劳动的整合趋势越来越明显 ；而越来越多的学科一体化问题，则越来越迫切地需要

学科一体化的发展。

（二）学科一体化发展是一个新旧范式矛盾互动的过程

在学科发展中，新旧范式构成矛盾互动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源自旧范式的障碍，另一方面

是实践发展需要的推动。信息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既空前凸显了学科一体化问题，又

为深入理解学科发展趋势提供了更高层次的基础。正如马克思在其所处时代就已经深刻阐明的 ：

“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⑧由于涉及范

式变革，学科一体化发展存在两个障碍因素 ：一是学科分配要求 ；二是学科内部的不安。传统学

科研究基于自身性质的特定需要，由于新旧范式的根本不同，新的范式会给旧范式中的研究者带

来严重的不确定性冲击。从旧范式到新范式，需要一个复杂而具有革新性的转换过程，一旦实现

范式转换，在拓展的新视野中面对这些问题便非但不会不安，而且会越来越笃定。获得一体化

视野并适应后，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学科一体化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在单一学科领域不

仅看不到，而且别人提出时，还会感觉是没有意义的问题甚至伪问题。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信

息不断开显，学科一体化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推进 ：一方面，在观念上提出了“科学统一运动”；

另一方面，学科整合在实践中取得长足进展。但是在信息展开有限，尤其是没有基于人工智能发

展的人机融合条件下，学科整合的一体化理解缺乏前提性基础。

人机软融合为学科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前提性基础。人工智能，特别是大模型带来了知识生产

范式的变革。在人机软融合知识生产范式层次，不仅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当代学科发展，而且可以

在知识生产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深化对当代知识生产发展趋势的理解。要深化对人工智能大模型

带来的知识生产范式变革的理解，则必须基于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深入信息层次，在人机软融

合范式层面审度知识生产发展趋势。

（三）学科一体化的根基在信息

关于信息的长期研究表明，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⑨而是感受性关系，具有创生性

和涌现性等基本特性。将信息理解为感受性关系，有助于我们清晰认识信息编码及其与信息的关

系 ：信息编码是感受性关系的物能化和观念化体现。⑩信息研究的发展越来越清晰地表明，信息

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单一学科的范畴，而是呈现出“无学科不在”的特点。人工智能本身则是最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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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学科一体化领域。作为当前信息科技发展的最高层次，人工智能一方面逐渐弱化了自身的学

科性质，另一方面不断渗透至所有学科，由此带来一个典型现象 ：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问题，都

越来越呈现出学科一体化的特征。由此可见，学科一体化的根本基础在于信息，而人工智能的发

展正将信息不断展开。就学科而言，一体化是指在学科分化发展的基础上整合为一个整体，所以

由人机软融合范式可以清晰地看到，相关文献中普遍使用的“integration”概念，其涵义正逐渐从“整

合”向“一体化”发展。当信息科技发展到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到人机软融合阶

段时，学科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便愈发显著。

由人机软融合范式，我们可以洞察到一个关键性的发展环节 ：学科发展正从综合迈向一体

化。一方面，在传统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尽管有学科的综合发展，但不同学科应用各自的方法，

并不一定会带来有意义的整合。另一方面，跨学科的工作整合了来自两个或多个学科的知识与

思维模式，导致“一体化综合”（integrative synthesis）的专业知识的出现，这种专业知识负责产

生新知识。⑪一体化与综合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线性界分，其根本区别在于规模。所涉及的学科越少，

越具有综合的性质 ；反之，则越具有一体化的性质。在综合和一体化之间，除了学科间内在关

系的性质，还表现为一个规模扩展的进程。越是靠近涉及学科少的一端，学科间关系的整体性

就越弱 ；越是靠近一体化的一端，学科间关系的整体性越强。一体化意味着一定范围内所有学

科的整合。从跨学科到学科一体化，本身也是一个一体化进程，只是跨学科比综合性更进一步。

因此，在很多语境中，跨学科可以用一体化替代。人们发现，“有趣的是，这些报告只偶尔使用‘跨

学科性’一词。新生物学用‘整合’代替‘跨学科性’，这是其最常见的替代词或同义词”。⑫由

此也可以看到，“integration”概念内涵的一体化发展倾向。这与信息科技特别是数字智能的发展

密切相关。

信息科技的发展在不断展开信息的同时，为学科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基于信息的本质特

性，信息活动的发展越来越具有一体化的特征。由于信息具有创生性和涌现性，信息系统本身就

意味着一个整体，而这正是学科一体化发展趋势的信息根据。深入探究信息基础，可以清晰地看

到，大型语言模型是人工智能发展到信息编码层次的产物。人工智能发展有三个层次 ：人类知识

层次的人工智能、信息编码层次的人工智能和信息层次的人工智能。⑬作为信息编码层次的人工

智能，数字智能以处理大数据见长，从而有条件涵盖所有相关学科领域的知识。由此，我们可以

看到一个前提性基础正在奠定，进而可以预见人机软融合范式将全面推进知识生产的学科一体化 

发展。

（四）学科一体化是学科分化发展基础上的重归一体

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学科发展的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由于信息处于更深层次，几乎所

有学科都涉及信息。事实上，作为信息数字编码发展的产物，以及趋向所有学科发展的共同平

台，驱动数字智能发展的大数据本身就为学科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全新基础。“就知识生产而言，

大数据提供了跨多学科新研究范式的可能性。”⑭在大数据发展的基础上，数据挖掘本身甚至就与

知识生产新模式直接关联在一起。信息科技的发展构成学科一体化发展的基础，而数字智能技术

的发展则使学科一体化发展深入知识生产范式的变革层面，使得学科内外都呈现出一体化发展的 

趋势。

学 科 一 体 化 包 括 学 科 内 一 体 化 和 学 科 外 一 体 化（即 跨 学 科 一 体 化，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前者如哲学学科一体化，是哲学二级学科的一体化 ；后者泛指学科间一体化。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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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皆为信息，而其发展驱动则越来越多地源自人工智能的发展。学科内一体化表现为学科一

体化的纵向发展，学科间一体化表现为学科的横向发展。知识生产范式变革中学科一体化的横向

发展，典型地表现在其哲学和科学一体化上 ；而纵向发展则典型地表现在科学和技术的一体化中。

数字智能本身不仅是科学和技术一体化发展的产物，具有典型的科学和技术一体化性质，并且随

着人工智能的发展，逐渐呈现横向和纵向发展的整合态势。

学科内一体化和学科间一体化共同构成了学科一体化的双向循环机制，推进学科一体化信息

基础的扩展。这意味着学科内外的一体化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机制，作为二者的整合，最为典型的

例子就是从学科内到学科外一体化发展的“新生物学”。作为信息最为集中的领域之一，“新生物学”

正反映了学科内外一体化发展的机制，一方面，生物学的发展无疑是学科内一体化的结果，但同

时又是一个跨学科一体化的进程。“生物学向来就是作为一个强大的一体化跨学科存在的，并在

相当程度上继续保持这一特性。”⑮未来，新生物学将成为学科一体化发展的核心领域之一。而人

工智能的通用化发展，则是知识生产范式变革中学科纵向和横向一体化发展的整体表现。事实上，

意识之谜和生命之谜的破解，通用人工智能核心机制的突破，都必须在学科一体化基础之上进行。

通用人工智能的核心机制正是一个哲学、广义科学、技术和工程等一体化的研究领域。这一研究

领域的突破不仅将使技术具有越来越厚重的理论含量，而且会带来非单纯技术意义上的专利。由

此可见，学科发展的一体化正是在数字智能技术发展背景下，从知识生产的人机软融合范式中可

以预见的首个重要知识生产发展趋势。

知识生产的学科一体化发展不是对学科分化的否定，而是在学科分化发展日益成熟基础上的

更高层次提升，是完成知识生产的更高层次循环发展 ：学科一体化是学科分化发展基础上的重归

一体。正是数字智能的发展，使知识生产得以完成一个整体进程 ：从作为总体的知识到学科分化，

从学科交叉到学科综合，从学科综合到学科一体化。数字智能不仅本身具有典型的学科一体化特

征，还与不同的实践领域紧密关联。知识生产范式的学科一体化发展趋势，不仅意味着学科本身，

而且意味着学科理论与现实实践的一体化发展，这体现了知识生产中认识和实践的有机统一。

作为知行方式算法重铸的认识和实践一体化

人工智能的发展最为典型地表明，学科一体化发展不是形式化体系的理论要求，而是实践和

理论问题一体化发展的结果。在传统学科领域，研究者愈发频繁地遇到涉及学科边界的问题。这

些理论和实践一体化性质的问题，在认知科学、新历史学等新兴研究领域的发展中最为典型。应

对和解决理论和实践一体化的问题，需要进行范式转换。在人机软融合范式中，理论和实践问题

的解决可以进一步具体到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并将此建立在智能算法的基础上。

人机软融合范式知识生产的学科一体化发展意味着认识和实践一体化。数字智能技术带来的

人机软融合知识生产范式变革，意味着人机软融合机制最终落实在智能算法，由此认识和实践的

关系日益密切，人工智能算法中认识和实践的内在关联不断凸显，知识生产的发展出现认识和实

践之间界限越来越模糊的发展趋势。在数字智能技术发展基础上，由人机软融合范式可以清楚地

看到知识生产发展的第二个重要趋势——认识和实践一体化。

（一）数字智能的发展展开了智能算法的实践本性

人工智能算法的认识论研究表明，在人工智能算法中，认识和实践直接关联。算法的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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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程式意义上的算法向自主行动机制发展，从而日渐显露出人工智能算法的实践本性。算法

必须“做”而非仅为“是”；算法首先必须“做”，其“是”则与“做”一体化。⑯算法所意味着

的实践和认识一体化，具有具体的信息机制，只是必须在信息的感受性关系理解中才能清楚地 

看到。

把信息理解为感受性关系，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信息的数字编码、数字和数字智能等概

念。作为感受性关系的物能化和观念化，信息编码相应有两种基本类型，即信息的物能编码和信

息的观念编码。在信息的观念编码中，符号编码是抽象到极端的产物。信息的符号编码有一种特

殊的方式，即信息的数字编码。信息的数字编码既可以是作为信息观念编码的符号编码，又可以

是作为信息物能编码的物理编码。作为数字编码，“0”和“1”是信息观念编码中的符号编码 ；

与之对应，电流的“开”和“关”则是物能编码中的物理编码。⑰作为信息的观念编码，信息的

数字编码与信息的物能编码内在相关，因此算法可通过信息的数字编码将观念和物能内在结合，

从而在物能和信息关系层面实现认识和实践的一体化。3D 打印正体现了有什么样的算法，直接

地就有什么样的实践产物。由此可见，在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中，数字化和智能算法的地位极为特殊。

人机软融合的认识和实践一体化发展趋势，将随着向人机硬融合的发展而发生根本改变。“在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脑机接口技术将变得更加先进。”⑱而当人机软融合发展到人机硬融合，则意

味着不仅学科发展，而且认识和实践完全一体化，因为认识成果本身就意味着实践的落地。无论

是人机软融合还是侵入式脑机接口，都意味着数字化和智能算法的发展。在人机融合发展中，数

字化和数字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在人类认识和实践的一体化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正是数字智

能技术发展所提供的智能数字平台，为人类认识和实践的一体化回归奠定了新的基础。

数字智能的发展迎来认识和实践的一体化回归。在人类发展之初，认识和实践本就是一体化

的，只是处于未分化状态。从认识和实践的混沌未分到二者分化，构成人类发展的重要环节。认

识和实践的相对区分，大大促进了两个领域的发展。随着人类认识和实践的分化，两个领域的发

展越来越充分，由此带来两方面结果。一方面，受制于“行”的能力，人类的“知”逐渐领先于

“行”，以至“知”和“行”出现越来越明显的分离，因此长久以来，认识和实践的结合成了重要

主题。另一方面，认识和实践发展的深化为二者更高层次的一体化奠定了基础。在一般工具发展

条件下，人类认识和实践的结合始终是需要特别强调的问题。智能工具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模型的

发展，正在智能算法层面逐渐缩短知和行的距离，推动认识和实践一体化发展。在人机融合发展中，

人类迎来了认识和实践的一体化回归，从而构成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循环。

（二）认识和实践的一体化空前促进了理论基于实践的发展

信息科技的发展构成知识生产与实践关系发展的新基础，而数字智能对知识生产范式变革的

驱动与大数据密切相关。大数据既是信息数字编码发展的产物，又是数字智能的基础。随着数字

智能技术的发展，“基于实践的知识生产范式”变得日益普遍，“关于知识生产的新思潮意识到，

将知识发展和实践两个系统结合起来具有协同效应。”⑲实际上，在知识发展系统和实践系统的结

合中，协同效应只是一体化效应的低层次体现。由于在更深层次涉及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在大数

据基础上，“基于实践的知识生产范式”在数字智能技术驱动下，愈发具有认识和实践一体化的

发展趋势和特征。

作为数字智能技术发展的关键基础，大数据赋予数字智能算法实践本性，在根本上涉及知

识生产的构架。“尽管范式概念存在问题，但在讨论当前关于大数据发展及其后果时，它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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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框架的作用，因为很多关于知识生产的主张认为正在创造一种根本不同的认识论 ；正向新

范式过渡。”⑳大数据相关关系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为知识生产范式变革奠定了数字智能技术基

础，以至提出了基于大数据的“第四范式”。在数字智能驱动的知识生产范式变革中，其认识和

实践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大数据基础，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体现在“理论的终结”一文及其所引发的 

讨论中。

信息科技的发展使知识生产愈发涉及范式变革，而随着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知识生产范式

本身越来越成为一个学科一体化的概念，从根本上深及知识生产范式变革。美国《连线》杂志前

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发表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理论的终结》。文中写道 ：“大

量数据新的可用性，以及处理这些数字的统计工具，提供了一种了解世界的全新方式。相关关系

取代因果关系，而科学甚至可以没有连贯一致的模型、统一的理论，或者实际上可以完全没有任

何机制性解释而发展。”㉑文章一发表就引发了广泛讨论。罗伯·基钦（Rob Kitchin）认为，对安

德森来说，“大数据新数据分析和集成方法标志着知识生产的新时代，其特征就是‘理论的终结’”，

“大数据中所包含的模式和关系本质上产生了有意义且富有洞察力的知识，从根本上说，大数据

使得经验主义模式的知识生产成为可能。”㉒而卡勒博（Werner Callebaut）则通过对大数据生物学

的初步哲学分析，探讨了数据驱动的知识生产研究是否会取代科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模式这一问题。

他反驳了安德森关于理论将被数据模型所取代的观点，提出以观察与理论的缠结性来论证数据并

不能脱离理论这一观点，从而得出结论 ：科学方法应当是多元的，传统理论方法与大数据方法是

并存的，由此捍卫了因果性作为知识的普遍规律的立场。㉓实际上，大数据方法不是独立于而是

基于传统理论方法的新发展，它意味着大数据基础上知识生产认识和实践一体化的更深层次表现，

即理论和实践的一体化发展。这场激烈讨论大大推动了相关认识的发展，以至于文章发表后不久，

安德森自己也很快改变了观点。随着数字智能的发展及其基础上的人机软融合范式变革，可以愈

发清晰地看到，安德森原初的极端观点及不久后的变化，具有标志性意义地表明大数据发展基础

上知识生产范式变革的深刻性，其最深层次表现即直接深入哲学层面。

（三）认识和实践一体化的新因果关系基础

实际上，由于信息科技的发展，知识生产的认识和实践一体化在科学领域早已开始。“科学

本身现在并不是与其他社会实践明确区分的，远非统一或一致，而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实践组成，

这些实践与社会深度交织、一体化并相互影响。”㉔知识生产的认识和实践一体化，在知识生产

“模式 3”中已经有所反映。“由实验型知识生产范式进入实用型知识生产范式，不同以往的知识

生产范式开始涌现，大学知识生产范式逐渐从学院科学向产业科学转变，大学内部单一的学科结

构向多元化的产业科学转变，大学与政府、企业建立了新的联系，形成新的契约。”㉕而大数据

所提供的研究方法范式变革，则在方法论层面揭示了理论和实践的更深层次关系。“理论的终结”

所反映的不是不再需要理论，而是理论和实践的一体化。正是基于大数据的数字智能驱动，《理

论的终结》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极端化的过犹不及，反映了一个合理因素，即在大数据相关关

系的发展中，理论不是像以往那样扮演自己的角色，而是在与实践的一体化回归中存在并发挥 

作用。

大数据的发展引发了其相关关系运用的直接实践关联，正是大数据相关关系将以因果关系为

重要标志的理论与以数字化方式发展的实践直接关联在一起。这意味着相关关系的实践出彩不仅

不是对因果关系的否定，反而是因果关系的大数据相关关系一体化，或者说指向纳入大数据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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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更高层次因果模型。㉖将大数据相关关系纳入从而拓展因果模型，本身就是认识和实践一

体化发展的更深层次基础。

正是纳入或涵盖大数据相关关系的更高层次因果模型，构成了认识和实践关联的特殊机制基

础，随着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认识和实践的一体化在更深层次展开。由数字智能算法在因果关

系层次将认识和实践关联在一起，可见数字智能技术之于学科发展及人机融合进化的更深层次意

蕴。反过来，从知识生产认识和实践一体化的更深层次发展，可以看到新的知识生产范式变革趋势 ：

人机协作“将人与机器之间的互动纳入了实践的范畴” 。㉗由于数字智能算法将认识和实践内在

关联在一起，由人机协作进一步上升到人机软融合，就可以看到认识和实践在更深机制层次上的

一体化。随着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认识和实践的一体化在机制层次的深化，进一步推动了发展

机制越来越广泛的一体化。

作为运作方式全面升级的发展机制一体化

随着信息文明发展到智能化阶段，我们对于发展本身特别是其机制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共

同的信息基础使发展本身出现了整体性变化。㉘数字智能技术带来的人机软融合知识生产范式变

革，通过推进知识生产的学科一体化发展及认识和实践一体化，自然而然地进一步深化为发展机

制本身的整体发展。由此可以基于人机软融合范式看到知识生产发展的第三个重要趋势——发展

机制一体化。

（一）知识生产发展机制的人机软融合范式观照

人机软融合知识生产发展机制的一体化不仅必须在人机软融合范式基础上才能看到，而且就

建立在人机软融合机制基础之上。人机软融合机制是双向循环的，一方面人推动人工智能发展，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推动人的发展，双向互动构成良性循环发展机制。人机不仅以双向循环机制发

展，而且以双向循环机制进化。一体化的双向循环发展机制之所以以人机软融合的双向循环机制

为基础，正是由于人机软融合的双向循环机制为发展机制一体化奠定了基础。由此可以看到发展

机制的一体化 ：首先是学术研究和产业之间构成双向循环发展，在此基础上又依次构成与政府、

社会、文化、生态发展的层层叠加双向循环机制，呈现哲学、科学、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

发展的一体化。所谓发展机制一体化即学术研究、产业、政府、社会、文化、生态等发展都在由

双向循环构成的越来越高层次的整体机制之上。正是由此，基于人机软融合范式可以进一步深化

知识生产范式历史发展和未来趋势的理解。

知识生产从“模式 1”到“模式 2”再到“模式 3”发展，逐步将大学、企业和政府共同参与

的知识生产方式纳入作为一个整体的双向循环机制。在越来越广泛范围内，将越来越多领域的发

展都纳入一个统一的机制，发展及其机制渐趋一体化。从数字智能的发展特别是数字智能技术在

学术机构和社会之间所奠定的新基础，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知识生产发展的趋势和特征。在 20 世

纪和 21 世纪之交，知识生产“模式 2”的发展已经开始导向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的模式叠加。知

识生产模式由“模式 1”向“模式 2”和“模式 3”整合发展，可以看到知识生产模式发展的叠加

方式。

生产模式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高层次模式取代相对低层次模式的过程，而是不断叠加发展，

使知识生产模式的整体层次越来越高，覆盖范围越来越广。“原有的范式和新的范式在补充和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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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中各自得到完善。”㉙“模式 2”是从“模式 1”的学科矩阵中发展出来的，并继续与之共存。㉚

基于数字智能的发展，站在人机软融合范式的制高点，知识生产发展整体图景呈现得越来越清晰 ：

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多次转换，其所构成的事实上是一个不断展开的整体。这一发展趋势，在大学－

产业－政府“三重螺旋”（triple helix）模式中已经初见端倪。在人机软融合知识生产范式的更高层

次，可以进一步展开“三重螺旋”所隐含的内在机制。“根据‘三重螺旋’构架，增加的互动与

大学内部文化和规范的变化相关联。”㉛这隐含着知识生产模式发展的内在逻辑。

“三重螺旋”和“模式 3”虽然看上去似乎是一回事，但二者具有机制上的重要区别。“三重螺旋”

的发展带来了知识生产方式的重要变革，数字智能技术与学科发展的双向循环正是其中的重要机

制。一方面，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在超学科基础上进一步带来了学科发展的一体化 ；另一方面，

从超学科到学科发展一体化又反过来促进了信息科技特别是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从而构成双向

循环。不深入理解这种双向循环机制关系，就难以理解人机软融合知识生产发展中学科发展的整

体机制及发展趋势。从“模式 1”到“模式 3”，所强调的是知识生产方式 ；而从三重螺旋到五重

螺旋，所强调的则是机制。其中蕴含着从知识生产方式到知识创新机制的发展，以及从传统大学

向创新型大学的转换。“创业大学在这里代表了高等教育系统与国家（地区）、全球和部门创新系

统的融合与一体化（多层次、多节点、多模式和多边创新系统）。”㉜创新意味着一体化范围的扩展，

协调就成了机制中非常重要的构成，由此大学、产业和政府就建立起具有重要机制意义的三重螺

旋。由“三重螺旋”的双向循环发展机制叠加，已经可以看到发展机制一体化的雏形。这是一个

更高层次的复合双向循环机制，它建立在更深层次机制基础上，即大学和产业、产业和政府及政

府与大学之间的双向循环。

（二）双向循环发展信息机制的开放式一体化

正是从大学这一关键环节开始，知识生产不断向社会生产发展。科学是知识生产的核心领

域，随着科学的发展，知识生产机制不断向外围扩展。人们认识到，“尽管科学卓越（无论如何

定义）仍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准，但显然，其他标准——无论是经济、政治、社会还是文化——

也必须一体化”。㉝基于这种逻辑，知识生产从三重螺旋发展到四重螺旋。“在三重螺旋模型的扩

展中，我们提出一个‘四重螺旋’模型。四重螺旋在这个背景下意味着在上述螺旋中增加一个

‘第四螺旋’，我们将其双重识别为‘基于媒体和文化的公众’以及‘公民社会’。”㉞四重螺旋知

识生产将机制扩展到以创新文化为核心要素的民间社会层面。扩展至文化领域的四重螺旋发展，

与创新具有越来越密切的关联。随着信息的不断展开，知识生产的发展越来越是一个创新凸显

的过程。由于创新在更高层次涉及创新生态，一个合乎逻辑的进一步展开正是由以创新文化为

核心要素的民间社会进一步经创新生态扩展到生态领域。由此有了从“四重螺旋”到“五重螺旋”

的发展。

五重螺旋模型是四重螺旋模型的进一步展开。“三重螺旋模型关注大学、产业和政府之间的

关系 ；四重螺旋则融入了基于媒体和文化的公众视角 ；五重螺旋最终将知识和创新框架置于环境

（自然环境）的背景下。因此，五重螺旋可以被解释为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生态学相一致的方法。‘生

态创新’和‘生态创业’应在这种更广泛的知识和创新理解中进行处理。”㉟创新不仅涉及创新文

化和创新系统，而且涉及创新生态系统甚至“共进化”（coevolution）。生态理念的发展是从自然

生态到社会生态再到信息生态，作为最高层次的信息活动，创新的生态问题涉及生态的三个层次，

由此可以更好地理解共进化的概念。



56     总第四三O期

不同知识和创新模式的适应性一体化为共进化奠定基础。早在三重螺旋中，就已经蕴含着

共进化的机制。“三重螺旋伴随着一个理论框架，该框架采取自组织和共进化理论的形式。”㊱

从自组织到共进化，不仅涉及生态三层次的一体化理解，而且涉及信息机制发展的深化。随着

从三重螺旋到五重螺旋的发展，共进化所涉及的规模越来越大。“共进化表示一种开放的、显然

更为一体化的科学与社会互动系统，这一方面无论是在科学问题、同行还是在机构设计上增强

了多样性的生成，另一方面增强了某些选择、模式或解决方案的选择性保留。”㊲共进化意味着

进化规模的扩展，因此意味着生态这一更高整体层次发展机制的一体化。随着螺旋的不断展开，

其机制也越来越清晰，“共进化”意味着生态三层次的一体化，而三个层次生态的整合则是从信

息生态开始的。

螺旋从三重到五重的发展，是双向循环发展机制一体化范围的不断扩展。螺旋的层次越丰富，

双向循环的机制越复杂，整体层次也越高。四重螺旋模型的重要性在于扩展到了以创新文化为核

心要素的民间社会层次，五重螺旋模型的重要性则在于将双向循环机制提升到生态层次。有学者

还提出了“N 重螺旋”的概念。㊳ N 重模型意味着一个层次可以不断提升的开放双向循环，从而

构成整体层次越来越高的发展机制。

知识生产从“模式 1”到“模式 2”的发展，不仅意味着模式的提升，而且意味着一种更高

层次机制 ：两个模式之间建立起了双向循环。而“模式 3”或三重螺旋则意味着双向循环机制的

进一步发展 ：由一个双向循环发展到三个双向循环。双向循环机制的量的发展，意味着更高层次

机制的发生，意识到这一点，对知识生产发展趋势就会有一个更高整体层次的审度。基于人机软

融合范式，知识生产发展的三个重要趋势具有整体关联，它们不断发展展开，构成数字智能技术

发展条件下知识生产范式变革的总体特征 ：在认识和实践一体化基础上，哲学、经济、社会、文化、

生态等和人类发展的一体化。

信息科技的发展将人类社会带入信息文明，人工智能的发展则意味着信息文明发展到智能化

阶段。当信息文明发展到智能文明层次，发展机制日趋一体化，科学、哲学、艺术、社会、文化、

经济和生态等渐呈一体化发展趋势，甚至可以看到知识生产随着双向循环机制不断叠加升级的发

展趋势和特征。由此可以发展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双向循环 ：现实和知识生产二者发展机制的双向

循环。发展机制的一体化，构成了机制范围涉及越来越广的人机软融合进化。而由此可以进一步

看到的，则是人机数字融合范式知识生产和人机数字融合进化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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